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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水文特征动态变化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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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对鄱阳湖的水文变化进行持续监测可以为流域内生态环

境变化提供基础数据，有利于研究其与长江和流域内河流的交互关系，更好地服务于陆面过程

模式和水资源管理。本文利用卫星测高数据反演的鄱阳湖水位数据与MODIS数据结合，对鄱

阳湖2000—2015年的水位、水域面积和水量变化进行研究，并通过水量平衡模型，推导出了同

期长江—鄱阳湖的水量交互。研究发现，2000—2015年鄱阳湖面积呈现波动性变化，最大水域

面积为3600 km2，是最小水域面积482 km2的7.5倍。2004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水域面

积比较低，2012年后形势好转。每年1月、2月、12月份是鄱阳湖干季，水域面积低至500 km2，

湖口处水位可低至4.71 m，湖面从南往北倾斜，南北水位差异达2.59 m。相对于2000—2015年

最低水量，干季时湖泊水量平均增加量为3 km3。每年6—9月份是鄱阳湖的湿季，水域面积一

般大于2670 km2，水位高于15 m，南北水位差异不大，相对于2000—2015年最低水量，湿季时湖

泊水量平均增加量为12 km3。2000—2015年鄱阳湖流入长江的水量范围为-7~40.66 km3，每年

有93.33%的时间水流从鄱阳湖流入长江。流入长江的水量多少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通常5月、

6月流入长江的水量高于7月、8月，主要因为7月、8月长江中上游降水增加，长江干流来水增

多，对鄱阳湖湖水倒灌有一定的顶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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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湖泊的水文变化可以反映气候和人类活动在水循环和生态系统的综合作用。作为中

国最大的淡水湖，自2000年以来，鄱阳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位于长江上游的

三峡大坝于2003年开始工作以后，鄱阳湖每年干旱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三峡大坝对

鄱阳湖水量平衡的影响被广泛研究。有报告指出三峡大坝的运行使得鄱阳湖流入长江的

水量多出 7.86 km3[1]。鄱阳湖的水域面积在 2000—2010 年呈现萎缩趋势，萎缩速率为

30.2 km2/a[2]。随着鄱阳湖水位的下降，湖泊西部越来越多的湖底露出，长出多种旱生植

被。2000—2010年，即使在湿季，南矶山国家湿地自然保护区也有近30%的水域转变为

植被。鄱阳湖不断恶化的水文条件最终会对水生植被和湿地野生生物产生负面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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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有专家建议在湖泊北端与长江相接处修建水坝来保持鄱阳湖的水量，但这又会

影响鄱阳湖的自然消长和湿地生物的生存环境，需要从鄱阳湖水位、水域面积和水量的

动态平衡角度来对这种影响进行衡量。本研究利用遥感技术对鄱阳湖进行水文变化监

测，以期为鄱阳湖流域生态保护、水资源管理、决策制定以及经济活动提供数据参考。

遥感技术具有覆盖范围广、监测频次高、人力成本低等优势，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湖

泊水文条件监测[4-7]。例如，卫星高度计数据被用来持续地监测湖泊的水位[8-9]，重力卫星

（G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 GRACE）数据被用来监测陆表总水量的时空

变化[10]，多源遥感影像被用来描绘1993—2004年全球陆表水的逐月分布状况[11-12]。

传统的水位观测是通过在河湖入口处设立监测点获得，鄱阳湖周围零星分布的几个

水文站不能做到对整个鄱阳湖水面的起伏变化进行有效地监测。此外，水文实测数据的

共享也存在一些延迟。卫星高度计数据已广泛地应用于内陆水体的水位反演[13]。卫星高

度计的测高原理是高度计沿星下方向向地表水面发射一系列脉冲，利用发射脉冲和接收

反射波的时间延迟计算卫星到水面的距离。虽然卫星高度计设计的初衷是进行海洋物理

学方面的研究，如洋流，海平面高，潮汐，海洋气象学等，但是，卫星高度计数据在湖

泊、水库、河流和湿地水位反演方面的应用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8]。

目前广泛使用的卫星高度计数据有 Topex/Poseidon （T/P）、 Jason-1/2、CryoSat、

European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s （ERS）、 ENVIromental SATellite （ENVISAT）、

Satellite with ARgos and ALtika （SARAL）、GEOSAT Follow- On （GFO）、 Ice，Cloud

and Land Elevation Satellite （ICESat）等。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卫星高度计可以提供

长达25年的水位序列数据，最高的时间频率约10 d，比如Topex/Poseidon （T/P）、Jason

系列数据。ICESat激光高度计的水位反演精度达到了厘米级。目前有4种基于卫星高度

计数据建立的全球大型湖泊、水库、河流的时间序列水位数据库：Database for

Hydrological Time Series of Inland Waters （DAHITI） [14]、 Global Reservoir and Lake

Monitor （GRLM） [15]、River Lake Hydrology product（RLH） [16]和Hydroweb[17]。

由于鄱阳湖的淹水面积在一年中存在很大差异，且可能数日内有巨大消长[2]，因此需

要高时间频率的遥感影像对其水域面积进行监测。搭载在Terra和Aqua卫星上的中分辨

率成像光谱仪（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每天扫描地球4

次，获取0.405~14.385 μm范围的数据[18]。其显著优势是能够提供比较密集的时间序列影

像，可用来反映湖泊在年内较短时间的涨缩和多年变化趋势[19-20]。

结合卫星高度计数据和遥感影像获取湖泊长时间序列的水位、面积动态变化数据，

进而计算湖泊的水量变化已经应用于一些大的流域范围[21-22]。本文使用2000—2015年8 d

间隔500 m分辨率的MODIS遥感影像对鄱阳湖的水域分布进行高时间频率制图，结合水

位数据库DAHITI研究鄱阳湖的水量变化，并在湖泊水量平衡的基础上，推导长江—鄱

阳湖的水量交互。

2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地理位置为28°11′N~29°51′N、115°49′E~116°46′E，坐
落在江西省南部，湖泊北端与长江相连，并设有湖口水文站对江湖间的水流交互进行监
测（图 1）。鄱阳湖呈狭长状，横跨松门山，南北跨度为 173.0 km，东西较窄，平均为
16.9 km。受周围山地的限制，鄱阳湖北端东西跨度仅有 5~8 km，松门山以南的湖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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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开阔，东西宽度可达 60 km。鄱阳湖流域面积约 162000 km2，几乎占江西省的 97%。
流域内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温度可以达到 28.4~30.0 ℃，冬季则为 4.2~
7.2 ℃。流域降水具有明显的年内差异性，年均降水量为1570 mm，降水主要发生在每年
的4—6月，占全年降水的48.2%[23]。鄱阳湖主要的补给为降水及赣江、抚河、信江、绕
河和修水5条入湖河流。夏季为丰水期，鄱阳湖水面面积一般较大，可以达到3000 km2

以上，冬季为枯水期，湖面一般低于1000 km2。鄱阳湖有“丰水成面，枯水呈线”的评
价，湖口水文站丰枯季的水位差可达13 m。

鄱阳湖的水位和湖面面积干湿季交替变化，维持着流域内的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
样性，显著影响湖滨带植物群落的组成、分布和鸟类栖息环境[24]。亚热带植被在湿热的夏
季长势茂盛而温带植物在干冷的冬季富有生命力[25]。季节性的水域面积变化使得鄱阳湖
湿地成为鸟类聚集的天堂，每年冬季有98%以上的濒临绝迹的西伯利亚白鹤在鄱阳湖湿
地聚集[26]。此外，鄱阳湖水淹范围的变动对钉螺及血吸虫疫情也有重要影响[27]。

3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鄱阳湖周围实测水位与卫星测高数据的反演结果DAHITI来反映鄱阳湖的
水位变化。本文获取了鄱阳湖周围 5 个水文站 （湖口、星子、都昌、棠荫和康山）
2000—2013 年日尺度实测数据。DAHITI 是由 Schwatke 等综合 T/P、Jason-1、Jason-2、
ERS-2、ENVISAT和SARAL雷达高度计数据，利用Kalman滤波进行波形检测建立的全球
大型湖泊、水库、河流的时间序列水位数据库[14]。其中湖泊、水库的水位反演精度为4~
36 cm，河流水位精度为8~114 cm。目前该数据库提供全球约457个大型水体的时间序列水
位，包含7个中国湖泊，下载地址为 http://dahiti.dgfi.tum.de/en/。DAHITI数据库中鄱阳湖
的水位数据从2002年6月开始，2002—2015年数据点为257个，高程参考基准为WGS-84。

图1 鄱阳湖流域示意图
Fig. 1 Sketch map of Poyang Lake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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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MODIS的三级反射率产品MOD09来进行鄱阳湖水域范围的提取。该产品

已经进行了大气校正，时间频率为8 d，分辨率为500 m。MOD09共有7个波段，范围为

0.62~2.13 μm。由于第五波段（1.23~1.25 μm）有严重的条带噪音，因此只利用其余的6

个波段进行研究。MOD09影像上，鄱阳湖每年有接近1/4的时间被云覆盖，因此本文首

先对影像进行挑选，排除被云干扰的数据，最终确定2000—2015年共422期数据用来反

映鄱阳湖的淹水面积变化。对于水域面积的验证，本文利用GL30和Tsinghua30产品。其

中GL30是基于Landsat、CEBERS和HJ卫星的30 m分辨率全球水体产品，该产品在水体

自动提取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人机交互修正，水体提取精度可以达到98%[28]。Tsinghua30是

清华大学基于同一套数据，综合各种机器学习方法对全球水体进行自动识别，水体提取

精度为87%[29]。

此外，本文所用降水产品为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TRMM-3B43），该

数据为月尺度产品，自1998年至今，覆盖范围为50°S~50°N，空间分辨率为0.25°，下载

地址为 http://disc2.gesdisc.eosdis.nasa.gov/data。鄱阳湖周围TRMM 3B43产品与湖区雨量

站测量结果的R2为0.83[2]。本文通过TRMM求得鄱阳湖流域的等效降水量，进而分析降

水与湖泊水文变化的关系。

4 水位变化

鄱阳湖周围5个水文站从北往南依次为湖口、星子、都昌、棠阴和康山。实测的日

尺度数据中，湖口站数据为2001—2009年，星子、都昌站数据为2001—2013年，棠荫、

康山站数据为2001—2007年，参考面皆为吴淞基准。为了保持与DAHITI数据的高程参

考一致，本文已将实测数据从吴淞基准转化为WGS-84（图2）。

鄱阳湖的水位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即使在枯水期，鄱阳湖的水位都具有较大的波动

性。与实测数据相比，DAHITI数值偏高。丰水期DAHITI与实测数据的差异介于 3.39~

5.02 m，枯水期差异范围为3.58~8.51 m。枯水期实测水位的标准差介于0.96~2.17 m，而

DAHITI枯水期的结果介于 14.74~16.28 m，标准差为 0.33 m，没有很好地反映鄱阳湖枯

水期的波动性。这主要由于卫星高度计数据由一系列的“脚印”构成，对于鄱阳湖，

图2 鄱阳湖各水文站日尺度水位(2001—2013年)与DAHITI(2002—2015年)对比
Fig. 2 Gauged water level during 2001-2013 and DAHITI results during 20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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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ITI中所用卫星测高数据的轨迹为落在湖

面上的两个条带（图3）。枯水期时，鄱阳湖水

位下降，水域面积萎缩，测高数据的部分“脚

印”落在湖面周围的湿地或植被上，因此反演

的水位受周围地形影响，存在一定的误差。因

此，本文只利用DAHITI丰水期的结果，与实

测数据结合，从而将水位数据的时间序列扩展

至 2015 年。首先，选出 2002—2007 年丰水期

的DAHITI结果，建立其与同期实测数据的线

性关系，数据共有48对，如图4所示。当5个

水文站的平均水位> 11.89 m，DAHITI > 16.5

m 时，两类数据具有较强的相关性，R2 =

0.98，此时水位较高，湖面处于水平状态，时

间上多发生在 6—8 月。因此利用阈值 16.5 m

对DAHITI结果进行提取，从而排除枯水期的

DAHITI 结果。其次，根据图 4 的线性关系，

将DAHITI转化到实测数据标准，从而将鄱阳

湖水位序列扩展至 2015 年。转化后的结果为

DAHITIC，图2中红色曲线所示。

鄱阳湖冬季 12 月、1 月、2 月水位最低

（图 2），各水文站的水位均低于 13.0 m，水位

从北往南逐渐增高，5 个水文站的差异较大，

标 准 差 介 于 1.52~2.59 m。 最 北 端 湖 口 站

2001—2009年冬季水位波动较大，介于 4.71~

8.75 m，平均值为6.35 m，其中2004年2月水

位最低 （4.71 m）， 2002 年 12 月水位最高

（8.75 m）。最南端康山站2001—2007年冬季水

位介于 10.09~12.67 m，最低水位发生在 2004

年 4 月。鄱阳湖每年夏季 6~9 月份水位最高，

实测水位一般高于 15.2 m，5个水文站水位差

异较小，标准差介于 0.01~1.36 m，湖面处于

近似水平状态。最北端湖口站 2001—2009 年

夏季水位介于8.32~16.51 m，平均值为13.69 m，

最高水位发生在 2001 年 8 月。最南端康山站

2001—2007 年夏季水位介于 11.60~16.53 m，

平均水位为 14.20 m，最高水位发生在 2001年

7月。2000—2015年来鄱阳湖水位呈现波动性

变化，2001 年、2004 年、2009 年、2011 年水

位较低，各水文站月平均水位低于 14 m；

2002 年、2003 年、2010 年和 2012 年水位较

高，各水文站月平均水位高于15 m。

图3 鄱阳湖湖区内DAHITI所用

卫星测高数据轨迹
Fig. 3 Paths of altimeter data used to derive DAHITI

results of Poyang Lake

图4 鄱阳湖丰水期DAHITI与

同期实测结果对比
Fig.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HITI results and

in-situ observations representing the flat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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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域面积变化

5.1 水面提取

本文利用MODIS数据上各种地物的光谱特征分别建立提取规则，并结合k-means进

行样本精炼，最后与SVM结合，实现长时间序列的高时频水域提取。SVM是统计学习

理论衍生出来的一个分类方法[30]。它利用一个决策面分开两类，这个决策面可以最大化

类间截距，通常被称为超平面。离这个超平面最近的一些点称作支持向量，是训练集里

面关键的部分。在特征空间里，分布于两类型边界附近的支持向量对分类更有利[31]。相

对于传统的统计分类器，SVM不需要利用较全面的样本，它使用较少的样本就可以产生

较高的精度，在遥感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并且表现出色[32]。

5.1.1 初始样本集的选取 MODIS产品分辨率为500 m，不少地表覆盖类型不能清晰地反

映，而本研究的目的是提取水体，因此将分类系统定为 6大类：水体、裸地和建筑物、

植被、冰、雪以及云。为了更准确地提取出水体，又将其细分为清水、绿水（含有叶绿

素的水）和浊水（含有泥沙的水）。本文将各种地表覆盖分类产品与时间序列MODIS数

据叠加，总结出6种地表覆盖类型在MODIS数据上的光谱特征，分别建立提取规则，对

每一景MODIS影像进行初始样本的提取。

5.1.2 样本精炼 由于初始样本集中存在一些错误，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精炼。本文通过k-

means与水体指数结合，对各类型初始样本分别进行迭代聚类，从而去除噪音。k-means

是一种非监督聚类算法，它首先确定 k个初始聚类中心，按照最小距离原则将样本分配

到最邻近的聚类中心；然后根据每个聚类中的样本均值对聚类中心重新定义。不断重复

上述步骤，直至聚类中心不再变化或者变化很小，从而得到 k个聚类。该算法可以高效

率地处理大数据集，但是初始聚类中心的选择会影响聚类结果，因此本研究选取具有典

型光谱的样本作为初始种子。

水体指数选取方面，相对于NDWI、MNDWI，AWEI的阈值波动范围小，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如公式（1）所示。本文选取AWEI作为k-means迭代聚类中区分水体与非水

体的指标。Feyisa等建议AWEI的阈值介于-0.15与0.045之间[33]。本文设定AWEI的阈值

为-0.1，即将AWEI > -0.1的像素判定为水体。

AWEI = 4 ×(R4 -R5)- 0.25 × R2 + 2.75 × R6 （1）

式中：R 代表 MOD09 产品中各波段的反射率，其中 4、5、2、6 波段分别指 Green、

SWIR1、NIR和SWIR2波段。

考虑到各地物内部的多样性，对每种地表类型，设定 k-means聚类数目为 10。每一

次k-means聚类会产生10个子类，首先通过判断子类中每个像素对该子类方差的贡献去

除各子类中噪音，即如果某像素的加入使子类的方差增加比例大于10%，则直接将该像

素去除。然后通过判断子类中心的AWEI对该子类进行取舍。以水体为例，首先将某一

类水体样本（清水、绿水或浊水）聚成 10 个子类，初步去除噪音后，若子类中心的

AWEI > -0.1，则该子类被认为是典型水体样本；若AWEI ≤ -0.1，则对该子类继续执行

k-means，继续分为10个子类，去除噪音，判断每个新生成子类的AWEI值，此过程进行

10次迭代。迭代终止时，如果某子类的AWEI仍不满足条件，则该子类被去除，如图 5

所示。并且每次聚类过程都进行多次循环，选取各子类内部总距离最小的作为 k-means

聚类结果。对于非水体样本采用相同的聚类方案，如果几次迭代聚类后，有些子类的

AWEI仍大于-0.1，则说明它与水体光谱特征相近，该子类从非水体类型中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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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水面提取 本文将精炼后的样本与
SVM结合进行逐景分类。分类结束后，根
据鄱阳湖的空间位置，确定其水域范围。
5.2 精度验证

本文选取与 GL30 和 Tsinghua30 所用
Landsat影像时间最近的MODIS提取结果参
与精度验证，以保证鄱阳湖水面的状态一
致（图6）。

2000/2/26和2009/10/26 MODIS和30 m
水体结果的面积差别比例分别为 1.83%和
12.86%，由于 Tsinghua30 是自动识别的结
果 ， 精 度 偏 低 ， 因 此 面 积 差 异 稍 大 。
MODIS的提取结果在水域面积上偏小，主
要因为 30 m分辨率的遥感数据可以更好地
识别鄱阳湖的一些支流，提取的湖体面积
大。将图6a和图6b中30 m的水体结果重采
样为 500 m分辨率，与MODIS提取结果在
空间上进行对比，生产者精度和用户精度
均高于 95%。综合来说，本研究的提取精
度可以用来反映鄱阳湖的动态变化。
5.3 鄱阳湖水域面积变化

图 7展现了 422期鄱阳湖水域面积随时
间的变化。鄱阳湖面积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每年从5月份开始面积增加，到9月底

注：小型红色矩形框内程序与大型红色矩形框内相同。

图5 水体样本k-means聚类精炼流程
Fig. 5 Flowchart of iterative k-means clustering for refining

water training data, and the small red rectangles represent the

same procedure as that of the large ones.

图6 30 m分辨率水体产品与MODIS提取结果对比
Fig. 6 Comparisons between 30 m water products and the extracted results based on MODIS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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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开始减少。丰水状态集中在6—9月，平均水域面积大于2670 km2，最大水域面积为
2002 年 9 月的 3600 km2，如图 8a 所示。枯水期主要集中在 11 月份至次年 2 月份，2004
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小面积出现频次最多，低至500~700 km2，主要因为冬季
鄱阳湖萎缩成几个分散的小湖泊，2003年 10月—2004年 5月中旬鄱阳湖一直处于旱期，
最小水域面积为 2003年 12月的 482 km2 （图 8a）。2011年春鄱阳湖出现了短期干旱，此
后鄱阳湖形势逐渐好转。此外，2003年后，鄱阳湖冬季面积一般小于 800 km2，且频次
密集，或许与三峡大坝开始运行，上游水库蓄水有关。总之，2000—2015年鄱阳湖面积
波动性变化，其中2004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水域面积比较低，2012年后形势
好转。丰枯水期面积差异较大，丰水期面积可以达到枯水期的4倍。

为了更清晰地显示鄱阳湖水域的波动性，本文将 422个水体提取结果进行叠加，如

图7 2000—2015年鄱阳湖水淹面积
Fig. 7 Inundated area of Poyang Lake during 2000-2015

图8 鄱阳湖2000—2015年的最大面积、最小面积和淹没强度
Fig. 8 Maximum and minimum extents of Poyang Lake and the inundation frequency during 20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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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b所示，淹没强度为1~422次。淹没最频繁的区域为南部军山湖水库和湖体狭长的中
间水道。当湖面面积低于 1000 km2，鄱阳湖形状像似一条狭长的河，此时由于水位较
低，鄱阳湖被湖中山体分割成若干独立的小湖。鄱阳湖南部的军山湖水淹频率比较密
集。自20世纪50年代始，军山湖北部修筑闸门，使其与湖泊主体分开，大大减少了江—
湖交互的干扰，加之其湖底比较深，因此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水淹范围。湖泊边缘一定
范围内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湖水与湿地彼此消长。有研究发现湿地植被的生长时间逐
年加长，鄱阳湖中央，近松门山区域，陆生植被逐渐密集繁茂[3]。有研究指出该处南矶山
国家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泥滩在1973—2013年的萎缩速率为12.1 km2/a[3]。图8b中数值≥ 1
的区域为422个水域范围的并集，面积为4357.90 km2，是鄱阳湖2000—2015年最大可及
的水淹范围。数值等于422的区域为422个结果的交集，面积仅为15.61 km2，揭示了16
年来鄱阳湖水面的波动性。

6 水量变化与江湖水量交互

6.1 水量变化
利用鄱阳湖的面积和水位变化，可以模拟其水量变化。假定湖泊水量变化近似一个

“台体”，根据“台体”体积公式计算湖泊水量的变化量，即根据面积和水位变化量求解
水量变化量[34]，如公式（2）所示：

△V = 1
3
( )H2 -H1 × ( )A2 + A1 + A1 × A2 （2）

式中：△V 表示湖泊从状态1 （水位H1，面积A1）变化到状态2 （水位为H2，面积为A2）
时的水量变化量。

本文中鄱阳湖水域面积结果有422个，而与之对应的水位数据点为229个，其中水位

数据是利用水文站结果与DAHITI数据结合生成。为了补足422个水位序列，本文利用已

有229对数据建立水位—面积关系式来实现此目的。

根据鄱阳湖面积与水位的线性关系（图9）以及公式（2），得出鄱阳湖422期水量变

化（图10）。鄱阳湖最小水量发生在2004年1月份，由于该数量未知，图10中用最小水量

表示，水量增加量用+增加量数值表示。

2000—2015年鄱阳湖水量呈现波动

变化（图10），水量增加量最大值为2002

年 8 月的 22.64 km3。与邻近年份相比，

2001 年、2004 年、2006 年、2009 年、

2011年、2013年湖泊总体水量偏低，其

中 2011 年年均水量增加量仅 3.38 km3。

2002年、2010年、2012年水量较丰，年

均湖泊水量增加量均可超过 10.00 km3。

鄱阳湖流域等效降水量与湖泊水量在年

际和季节变化上呈现了较好地一致性，

流域等效降水量最高为 2015 年 5 月的

64.87 km3，最小为 2004 年 10 月的 0.69

km3。2002年、2010年和 2012年降水增

加，同期湖泊水量也表现一定程度的增

图9 2001—2015年鄱阳湖面积—水位线性关系
Fig. 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ea and water level of

Poyang Lake during 2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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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而鄱阳湖在2006年水量较低，2007年有变好趋势，降水却是2006年优于2007年。

图 10b显示了 2000—2015年降水量的季节性变化。鄱阳湖流域每年 6月降水显著，

1—6月份降水增加，7—12月份波动性减少，4—5月降水量标准差较大，超过 12 km3，

1—2月份降水量的标准差较小，约为 5.3 km3。同水域面积一样，鄱阳湖水量在每年的

6—9月比较丰富，冬季水量偏低。但水量多的月份，其不同年份的差异性较大，水量少

的月份，其不同年份差异性较小。6—9月湖泊水量标准差均超过10 km3，其中5月份为

1.7 km3。11月至次年3月年际差异性较弱，标准差均小于4 km3。由于流域降水需要转化

为地表径流和五河来水，成为鄱阳湖的补给，因此相对于降水量的最大值，湖泊水量的

最大值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延迟。此外，除了降水和地表径流，鄱阳湖持续地倒灌长江

也影响湖泊水量变化，因此存在降水量增加而湖泊水量减少的情况。总的来说，鄱阳湖

水量变化与流域降水的变化有较好的一致性，降水是鄱阳湖水量波动性的第一驱动力。

6.2 江湖水量交互
基于鄱阳湖水量的动态变化，本文利用水量平衡关系计算长江与鄱阳湖之间的水量

交互。蒸发作为出流，地表径流和降水作为入流，其中地表径流包含五河来水。有研究

发现地表径流与流域降水有很好的线性关系（R2 = 0.72, 降水=1.6396×地表径流+4.6919）[2]。

因此，本文通过流域内的等效降水量来获得进入鄱阳湖的地表径流。流域内蒸发数据利

用文献中的研究结果[35]。

长江—鄱阳湖之间的水量交互通过湖区的降水、蒸发、地表径流和湖泊水量变化获

得，如公式（3）所示。

At × P＋R + Vt -E -W = Vt + 1 （3）

式中：At是鄱阳湖 t时刻的水域面积；P是相应时间的降水；At×P为湖区内等效降水量；

R是流域内地表径流；Vt、Vt+1是两连续时刻的鄱阳湖水量；E为湖泊的蒸发量；W代表从

鄱阳湖流入长江的水量，当W为负值时，说明水流从长江流入鄱阳湖。

根据公式（2），本文将 422期鄱阳湖水量数据综合为月尺度的江湖水量交互，如图

11所示。图11中蓝色曲线代表2000—2015年鄱阳湖每月流入长江的水量，共180个时间

点，其中有168个月为正值，范围为0~40.66 km3，12个月为负值，范围为-7~0 km3。水

流从长江流入鄱阳湖的比例为 6.67%，说明在月尺度上，湖水几乎都是流入长江，鄱阳

注：流域等效降水量是指流域内单位面积降水量的总和，利用降水产品TRMM-3B43求取。

图10 2000—2015年鄱阳湖水量与流域等效降水量的年际与季节性变化
Fig. 10 Lake storage changes and the equivalent precipitation in the watershed on monthly scale (a) and their seasonal

variations (b). The equivalent precipitation is derived by summing the precipitation in each unit area of the watershed,

by means of TRMM-3B43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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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已然成为长江的供给。此外，江湖水量流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通常每年5—6月份流

入长江的水量较大，多年均值达到 23.96 km3。7—8 月次之，多年均值为 14.00 km3左
右。有研究指出，每年5—6月夏季季风锋面在长江以南，使得鄱阳湖流域降水增多，增
加五河入湖水量；而7—8月季风锋面位于长江以北，使得长江中上游降水增多，长江的
汇流量增加[36]。因此，每年7—8月长江干流水量增多，对鄱阳湖湖水倒灌起到了一定的
顶托作用。鄱阳湖倒灌的最大水量为2010年5月的40.66 km3。水流从长江流入鄱阳湖的
现象偶尔发生，一般在 10 月至次年 1 月，最大为 2011 年的 7.40 km3。从年际变化上来
看，2002年、2005年、2006年、2010年、2012和2015年鄱阳湖流入长江水量较多，年
总流量介于140~190 km3。2003年、2007年、2011年、2013年流入长江总流量较低，介
于 80~100 km3。有研究发现鄱阳湖每年经由湖口流入长江的水量为 143.60 km3，占长江
年径流量的15.5%[3]，与本研究的结果比较吻合，可以侧面说明本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图 11中黑色曲线代表 2000—2015年湖口水文站实测的日尺度流速变化曲线，其中
2009—2012年数据缺失，红色曲线为2000—2008年湖口处实测水位。湖口处实测的流速
曲线、湖口处水位过程线与水量交互结果在波动上具有很好的一致性。高水位、高流速
对应较大的水量流动，低水位、低流速对应较低的水量流动。湖口处日流速数据共有
473个，只有29个负值（占比为6.13%），与本研究长江水倒灌的低比例吻合。

7 讨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高时频遥感数据的水体快速识别方法。该方法首先利用已有
地表覆盖产品建立了6种地物类型的样本选取规则，方便初始样本的选取；其次利用水
体指数和迭代聚类去除初始样本中的噪音，提高了训练样本的准确率；最后结合SVM实
现了水体的高精度提取。整个提取流程实现了全自动化，无人工干预，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MODIS数据，提取了鄱阳湖2000—2015年422期的水域面
积。提取结果同30 m分辨率的水体产品相比，虽然在捕捉鄱阳湖支流方面有些不足，但
整体具有较高的精度，可以有效地反映鄱阳湖湖面的动态变化。与实测水位数据、湖泊
水位数据库结合，推导出湖泊的水量变化，发现鄱阳湖2001年、2004年、2006年、2009

图11 湖口处实测水位(2000—2007年)、水流流速(2000—2008年、2013—2014年)

与江湖水量交互(2000—2015年)对比
Fig. 11 In-situ water level (2000-2007) and flow velocity (2000-2008, 2013-2014) at Hukou station, and lake water

exchange with the Yangtze River (20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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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1年和2013年年均水量偏低，其中2011年年均水量增加量为3.38 km3。2002年、
2010年和 2012年水量较丰，年均水量增加量可以达到 10.00 km3左右。本文在湖泊水量
变化的基础上，利用鄱阳湖的水量平衡模型推导出了其与长江之间的水量交互。2000—
2015 年鄱阳湖流入长江的水量范围为-7~40.66 km3，每年有 93.33%的时间湖水流入长
江，成为长江的补给。通常 5—6月流入长江的水量高于 7—8月，主要因为到 7—8月长
江干流水量增加，对鄱阳湖湖水倒灌起到了一定的顶托作用。江湖水量交互的结果与湖
口处实测的流速曲线、水位过程线波动一致，证明了研究结果的正确性。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研究湖泊水量变化时，假设2000—2015年湖底没有发生变化。有研究表明鄱阳湖

湖区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挖沙现象，这种活动势必对湖底的地形产生一定的影响。② 在
研究江湖水量交互时，利用了基本的湖泊水量平衡模型，没有对出流、入流的各因素进
一步细化，如没有考虑鄱阳湖湖区周围的生产生活用水。③ 本文利用了已有研究成果中
地表径流与流域等效降水量间的线性关系估算流域的地表径流量。由于此回归关系对应
的相关系数不高，因此求取的地表径流存在误差。④ 有研究表明，鄱阳湖流域内的温度
变化与地表径流、鄱阳湖水位变化相关性系数极低，但是温度的变化可以影响流域内的
潜在蒸发，进而间接地影响流域内的地表径流。因此，温度对于鄱阳湖水文波动的作用
还有待进一步挖掘。⑤ 此外，本研究尚未定量地考虑流域内人类活动的作用。人类活动
对鄱阳湖的波动性贡献比较突出。有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鄱阳湖水位变化比20世纪的
后50年剧烈，主要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此外，五河上游的水利工程加多，使得鄱阳湖的
入流减少[37]。因此，鄱阳湖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鄱阳湖的水量波动有重要作用，
未来探索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内各环境因素的定量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方案相对于传统的测量手段，效率高，成本低，所求得结果
与实测数据有很高的吻合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鄱阳湖的动态变化特征以及与长江
的水量往来，为生态环境、陆面模式研究、鄱阳湖管理、三峡水库调度等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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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logic changes of Poyang Lake based on radar
altimeter and optical sensor

SUN Fangdi1, MA Ronghua2

(1.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 Poyang Lake is the largest freshwater in China. Continual monitoring on its hydrologic
changes can supply basic data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earches and is favorable for
studying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Poyang Lake and the Yangtze River or other rivers in the
watershed. Hydrologic changes of Poyang Lake are essential to land- surface process studies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ltimeter data and high- frequency MODIS images were
used in this paper to obtain water levels, inundation extents and lake storage changes of Poyang
Lake during 2000- 2015. Then water exchange between Poyang Lake and Yangtze River was
estimated based on water balance equ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ake inundation presented a
large fluctuation and an obvious seasonality. The maximum area was 3600 km2, approximately
7.5 times of the minimum (482 km2). Areas in the years 2004, 2007, 2009 and 2011 were
smaller and the situation improved after 2012. The extent shrunk to less than 500 km2 in dry
season (January, February and December) when water level at Hukou Station was only 4.71 m.
At that time, the water surface inclined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the water level difference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could reach 2.59 m. The increase of lake storage in dry season was 3
km3 relative to the minimum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Surface extent was usually greater than
2670 km2 in wet season (June- September) when water level was higher than 15 m and the
surface was almost flat. The increase of lake storage in wet season was 12 km3 relative to the
minimum during 2000- 2015. Water exchange between Poyang Lake and Yangtze River was
from 7 km3 to 40.66 km3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and water from the lake to the river
occurred in 93.33% time of the year. The flow water volume had obvious seasonality. Usually,
the exchanged volume in May and June was more than that of July and August when
precipitation increased in the upper-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thus more volume of the
main stream and water was hindered to flow from Poyang Lake to Yangtze River.
Keywords: Poyang Lake; water level; area; volume; river-lake water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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